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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否成为全球领导者：从历史看未来
全球领导者，是在近现代世界的国际体

系中居于领先和支配地位的大国，掌握着国
际社会中最强有力的话语权，在政治、经济
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具有显著的领先者优势，
并且这种优势地位得到全球大部分国家的
承认。

对全球领导者的界定，通常还需要考虑
时间和空间两个重要维度。在时间上，指19
世纪以来，即全球领导者诞生于全球化取得
根本性进展的时代；在空间上，指全球范围，
即全球领导者的优势地位需横贯整个国际
体系中。

概而言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领导者是
在 19世纪以来全球史的背景下出现的。据
此，世界近现代史上出现过的全球领导者主
要是 19世纪的英国和 20世纪以来的美国。
在同一时期，尽管全球范围内还涌现出了不
少区域性强国，比如法国、德国、俄罗斯和日
本等，但这些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全球影响力
还无法与同时代的英国、美国相提并论。

一、19世纪的全球领导者：英国
从英国获得全球领导者地位的历史来

看，其决定性的要素条件有三。
首先，从18世纪到19世纪，英国率先启

动工业革命，从而在经济和技术上获得了巨
大的领先优势。

英国在成为全球领导者之前，其经济总
量与人均水平均已遥遥领先于其他欧洲国
家。在欧洲主要的领先国家中，1500年的时
候，英国、法国、荷兰三国的人均GDP相当，
但由于人口原因，英国GDP总量仅为法国的
25.8%。经历了工业革命后，至 1820年，英
国人均GDP已分别为法国和荷兰的1.7倍和
1.2倍，GDP总量则与法国相当，为荷兰的8.4
倍。至 1870年，英国GDP总量已经超越法
国接近40%，为荷兰的10倍之多。

英国在经济上的领先优势还体现在其
航运能力、全球境外投资水平等方面。

工业革命后，远洋贸易逐渐成为全球贸
易最重要的形式，航运成为全球贸易最重要
的载体。整个19世纪，远洋货船的所有权和
注册地，都高度集中在英国。英国商船占到
世界总吨位的 32%~45%。1820年，英国船
舶运载力合计为2448千吨，占世界总运载力
的 41.6%。1900年，英国轮船运载力和船舶
总运载力都约为全球的32.2%左右。（参见表
3）

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还产生了一系列
重要的发明与技术突破，如棉纺织机器、蒸
汽机、蒸汽机车等。先进的蒸汽机技术和机
制工具，使欧洲拥有决定性的经济和军事优
势。作为工业革命先行先试者的英国，正是
这一优势的最大拥有者。

此外，17至 19世纪，英国还在科学领域
产生了一大批奠基性成果，从而在根本上改
变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这
其中既包括牛顿力学、进化论等自然科学成
就，也包括苏格兰启蒙运动和以亚当·斯密
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
成就。

其次，到 19世纪为止，英国极具创造性
地发展出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模式，并逐步
将其扩散至全球。本文将英国的这种政治
经济模式，视为一整套可扩展的人类合作秩
序。

我们可以将这种秩序理解为三个要点：
第一，它自身是一种更有效率或文明程度更
高的政治经济秩序，且相比于当时其他国家
的人类合作秩序具有显著的优势；第二，这
种政治经济秩序经由首创国家或先进国家
实践与扩散，容易被其他国家或相对落后的
地区所学习与模仿，并能有效提升后进模仿
者自身的现代化水平；第三，当这种政治经
济秩序在更大范围内扩散之后，其所辐射的
国家或地区，可以基于这种政治经济秩序，
形成一种更大规模、互为有利的地区性或全
球性的合作网络。

在经济上，英国以工业革命为标志，将
市场经济、工厂制度和自由贸易结合在一
起，开创了一种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高效
率的经济秩序。

这种经济秩序的强大之处在于，它不仅
带给英国经济进步和繁荣，而且还能带给这
种秩序的学习与模仿者以经济进步和繁
荣。当18世纪工业革命逐渐在英国启动后，
一系列旧的经济形式与制度、惯例逐步瓦
解，规模化生产的大机器工厂逐步取代家庭
式的小作坊。

与此同时，英国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也迎
来了重商主义的衰落和自由贸易观念的崛
起。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标志着英国完
全放弃了当时盛行的贸易保护政策，而致力

于在贸易壁垒森严的欧洲大陆上打通自由
贸易的途径。英国工业革命启动之后，欧洲
其他国家也陆续受到这一英国式的新经济
模式的影响，它们同样从中受益，经济得到
了快速发展。1800至 1900年，欧洲的人均
制造业产出增加了三倍。

在政治上，英国是近现代政治文明的开
创者，塑造了一种将立宪主义、法治、议会主
权、代议制度、政党政治和责任政府等相结
合的政治秩序。

这种政治秩序既不同于古希腊雅典城
邦式的直接民主制，又不同于古罗马共和国
的政制模式，而是英国对近现代人类政治文
明的原创性贡献。从 1215年《大宪章》对于
国王权力的限制，到1258年《牛津条约》首创
贵族会议，再到 1688年光荣革命，英国逐步
发展出了一套全新的政治秩序。到了 18世
纪，英国在政治制度安排上已经将立宪君主
和议会主权、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代议制
度和不完全的公民投票权结合在一起，成为
了后来全球立宪民主政体的榜样与源头。

18世纪以后，英国的这种政治秩序不仅
为隔着英吉利海峡的欧洲大陆国家和隔着
大西洋的北美国家所仿效，而且后来还逐渐
扩散到了英国在全球的殖民地国家和地
区。在20世纪去殖民化的过程中，英国的这
套制度模式又被很多发展中国家学习与模
仿。

二、20世纪的全球领导者：美国
首先，如同18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美

国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已经逐步成
了全球经济、技术和科学最领先的国家。

在技术革命方面，自 19世纪末到 20世
纪初以来，全球范围内大量的重大技术创新
都来自于美国。在当时很多的新兴产业方
面，比如钢铁、铁路、汽车、化工、食品等，美
国都开始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美国更完善
的发明专利制度以及大量欧洲新移民的输
入，为美国的技术创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
力。二战之后，跟航空航天、家用电器、新型
化工、计算机、移动通信、互联网等与决定人
类科技与产业前沿有关的很多重大技术突
破，都首先来自于美国发明家和美国公司。

自20世纪早期以来，诺贝尔科学奖常常
被视为衡量一国科学发展水平与研究能力
的一个关键指标，而科学发展水平与研究能
力又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总体上，
1939年二战爆发以前，诺贝尔科学奖获奖者
最多的国家主要是英国、德国和法国，当时
美国的获奖者数量还比较少。

其次，美国在模仿英国式政治经济秩序
的基础上，还实现了许多创新，甚至形成了
一套更有效的可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

在经济上，英国工业革命模式的顽疾，
是标准化程度的不足，生产模式遇到了效率
的瓶颈。而美国人经过摸索，开创了以泰罗
制为代表的企业管理体系和以福特制为代
表的生产组织体系，结果是生产效率大幅提
升，以美国钢铁公司、福特汽车公司、通用电
气等为代表的大型公司开始崛起，美国经济
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

在研发与技术创新方面，英国当年还主
要依靠个别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个人研究，甚
至主要依靠熟练工匠的经验积累，但美国借
鉴德国西门子公司企业实验室的做法，开始
在大型企业中普遍设立企业实验室或研发
中心。当研发成为大型企业的常规工作时，
工业创新和技术发明的速度就大大加快了。

此外，美国还率先实行了反垄断法，创
造了比英国更发达的金融市场与证券市场，
特别是，美国在20世纪60、70年代以后逐步
兴起了风险投资等制度。所有这些制度安
排都成为工业创新和技术革新的发动机与
催化剂。如今，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
在大规模地学习与模仿美国的风险投资制
度，并从中受益。

在政治上，美国不仅沿袭了英国的立宪
主义、法治和代议制传统，而且还做了很多
创新。

美国在民主化方面也走在了英国和欧
洲国家的前面。1789年，美国举行了首次总
统选举，成了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由选民通
过选举人团选举政府首脑的国家。到了 19
世纪30年代，英国拥有投票权的成年男性公
民比例还不到10%，而美国拥有投票权的白
人男性成年公民已经超过 50%。按照美国
政 治 学 家 塞 缪 尔·亨 廷 顿（Samuel
Huntington）的标准，当时的美国已经可以被
称为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国家。

此后，美国不仅陆续让包括女性在内的
所有成年公民拥有投票权，而且陆续赋予了
黑人和其他获得公民身份的外来移民以平

等的公民权和投票权，不论他们的种族、肤
色、宗教信仰如何以及来自哪里。亨廷顿认
为，自1828年到20世纪末，人类经历了三波
民主化浪潮，而美国正是第一波民主化浪潮
的开创者，并与英国一道成为了人类民主革
命的引领者。从这个视角来看，后来许多国
家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民主转型和政体变
迁，也可以被视为英美政治体制在全球范围
内的扩展。

在国际经济秩序上，美国倡议并创建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成为战后国际货币、贸易
与经济秩序的基础。

三、中国能否成为全球领导者？
根据对英国和美国历史经验的梳理，成

为全球领导者需要准备三个关键要素条件：
首先是要成为经济与技术最领先的国家，其
次是要创造一种可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最
后是要贡献新的国际秩序与国际规则。从
已有的历史经验来看，尽管这里的三要素扮
演着不同的角色，但要想成为真正的全球领
导者，需要同时具备这里的三要素。

成为全球领导者的第一个要素，是要成
为经济与技术最领先的国家。

这里的领先不是总量的概念，而是人均
的概念；甚至不只是人均的经济概念，而是
一个国家要在科学、技术、学术与创新能力
方面都达到高水准，即领先于全球绝大多数
的发达国家。惟有在经济、科技、学术、创新
以及军事技术方面都拥有领先优势，一个国
家才能成为真正的全球领导者。

成为全球领导者的第二个要素，是要创
造一种新的可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

在全球化时代，这种可扩展的人类合作
秩序也应该是全球性的。简单地来说，这种
可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不仅是指一个最领
先国家能够充分发挥这一合作秩序的优势，
而且要能够将这一合作秩序在地区层次或
全球范围内推而广之，吸引其他国家加入其
中，共享这一合作秩序带来的价值。

这一合作秩序可扩展的关键在于，其首
倡者和后发学习者均能在这一合作秩序中
受益。在英国和美国之后，各国的经济发展
与全球经济总量的扩张，某种程度上都是在
英国和美国创造的这种全球性的合作秩序
中实现的。

成为全球领导者第三个要素，是要贡献
新的国际秩序与国际规则。

国际秩序主要是指“国家作为国际关系
构成的基本单位，是按什么方式和原则组织
起来的”。历史地来看，英国和美国都贡献
了新的国际秩序。稳定而有活力的国际秩
序，是任何国际体系能够持续发展和全球领
导者地位得以维系的关键所在。

英国开创的以欧洲均势体系和全球殖
民体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秩序，在随后两次
世界大战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
下，最终分崩离析了。此后，从国际联盟到
联合国，从全球货币体系到世界贸易组织，
美国作为新的全球领导者倡导并重构了国
际秩序。二战后，尽管全球有很长一段时间
处于冷战阴影的笼罩之下，而且不少地区爆
发过小规模的冲突与战争，但美国作为全球
领导者创建的国际秩序使得人类社会——
特别是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维系了基
本的和平与稳定。

基于这样的分析框架，对步入 21世纪
20年代的人类社会来说，谁将有机会在下一
轮的全球领导者角逐中胜出呢？如果综合
考虑规模因素和发展阶段，全球范围内大约
只有美国、欧盟或欧洲主要国家（英国、法国
和德国）、中国、日本、印度、俄罗斯、巴西等
几个政治体有这样的机会。

从全球领导者的三要素来看，若以未来
10到 20年进行评估，恐怕美国还是最有希
望能维系其全球领导者地位的国家。无论
是在经济与技术的领先性，还是政治经济模
式的可扩展性，抑或是在提供稳定的国际秩
序方面，美国仍然最具实力。

从全球学术界到全球主流媒体，很多人
还关心另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是否会在不久
的将来成为新的全球领导者？或者说，在未
来 10到 20年里，中国成为全球领导者的机
会有多少？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实在经
济、社会与科技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
成就，甚至已经成为最近40年时间里发展中
世界快速崛起的典范。最近几年，由于美
国、欧洲等西方发达国家在民主治理方面遭
遇的一系列挑战，国际舆论场上兴起了中国
是否会成为新的全球领导者的讨论。按照
本文的分析框架，今天的中国是否已经具备
了成为全球领导者的潜力，还是需要考察中

国在三个关键要素上的实力。
第一，中国是否已经成为经济与技术上

最领先的国家？
就经济实力而言，当前中国的GDP已经

居世界第二。据世界银行数据，2019年中国
GDP超过了其后日本、德国和英国的总和，
占全球GDP的16.3%。2019年，中国GDP增
长更是占全球GDP增量的30%左右，成为对
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国家。

但需要注意的是，2019年，中国GDP仅
为美国的 66.9%，人均 GDP 的差距更为悬
殊，只相当于美国的15.7%。概而言之，中国
的经济总量已进入世界前列，但人均GDP水
平和综合经济实力尚未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就技术实力而言，一方面，中国在空间
探测、超级计算机、高铁、金融、互联网、移动
支付等一些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同
时，中国的科研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也取得
了显著的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显
示，2019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专
利申请数量达 140万件，这一数字排名全球
第一，占全球总量的43.5%，是排名第二的美
国主管部门收到专利申请量的两倍以上。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在很多事关H心
竞争力的关键领域仍然没有掌握H心技术，
具有高端自主创新研发能力的大型企业仍
然相对较少，诺贝尔科学奖得主迄今为止仅
有获得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屠呦呦一位。相
比于英国19世纪初和美国在20世纪中叶作
为全球领导者时所拥有的经济与技术领先
优势，中国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或者说还
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第二，中国是否已经开创或提供了一种
新的可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

在经济方面，国内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奇
迹有着完全不同的解读，有人将其视为充分
发挥市场力量的结果，有人认为主要依靠强
大政府的作用，还有人将其视为有效市场与
有为政府的结合。但无论怎样总结中国经
济成就的经验，不同模式之下的理论诠释基
本上无法摆脱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或
发展型国家的理论传统与政策主张。必须
要承认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这一
经济模式在后发国家并没有呈现出足够的
可扩展性。

政治上，中国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维持
了政治稳定，同时跟其他后发国家相比拥有
相对较高的政府效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现代化程度也有所提高，但中国现有
的政治秩序在合法性、法治化、公民参与、清
廉程度等诸多方面仍然还面临许许多多的
挑战。

所以，综合来看，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
模式或政治秩序还存在着很多结构性的问
题，尚不具备足够的可扩展性。

第三，中国能否贡献一种新的国际秩
序？

最近几年，中国在外交上出现了一系列
重要的新变化。从过去邓小平时代重点强
调“韬光养晦”的国际战略，到如今提出了

“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际
秩序的新蓝图。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和综合
国力的提高，国际社会也出现了要让中国在
国际舞台上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大影响力
的呼声。尽管如此，中国在承担更多的国际
责任之前，首先需要处理好自己本身在国际
事务上的棘手问题。

总体上，目前的中国主要还是在战后美
国创建的国际秩序中谋求发展、寻求合作与
解决争端，尚不具备建构一套由自身主导的
国际秩序和规则体系的条件。

过去40年，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发生重
大变化。中国的重新崛起将是 21世纪最重
要的国际政治现象之一。问题是，中国是否
为扮演全球政治大国的角色做好准备了呢？

客观地说，中国的快速崛起得益于两个
主要原因：一是中国过去40年间是所有发展
中大国中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二是中国巨
大的人口规模，这会让每一个人均指标的进
步产生巨大的乘数效应。正是经济快速发
展乘以巨大人口规模，造成了最近几年国际
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国崛起”现象。

但是，中国的这种成就，跟一个国家获
得全球范围内的全面领先地位还不是一回
事。根据英美两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历史
经验，如果不能获得全面领先地位，就谈不
上能否成为全球领导者的问题。实际上，惟
有真正领先世界，才能真正领导世界。

因此，对今日中国来说，我们仍然需要
反复提醒自己：中国自身的发展要比获取全
球地位的期待更重要，中国的战略定力要比
实现快速崛起的愿望更重要。


